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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拼杀

毛泽东的十月进击，并没有使党内右派束手待斃，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左右拼杀。

1966年10月底，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次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吃饭。饭间，江青对陈说，她“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笔者：中共华东局书记)，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要求陈“站出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13岁参加红军被誉为“红小鬼”的陈丕显，自恃清白无把柄可抓，竟不买江青的帐，借口有病休养为由，婉绝了江要他打倒曹、魏的指令。可悲的是，“不识抬举”的“红小鬼”，竟不懂得“毛泽东≥江青”政治公式的可怕，婉绝就会使自己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无疑于引火烧身！果然，上海造反派喊出了令他追悔莫及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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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

曾经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在造反派面前，威风扫地。

1967年元月6日，在毛泽东直接策划和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又称“一月风暴”（右图）。对此，“一月风暴”的总导演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在毛泽东的制导下，山西、黑龙江等省，步上海后尘，相继夺权。自此，“一月风暴”发展为全国夺权风暴！

“一月风暴”的前奏，是发生在上海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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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7日，在毛泽东御用工具北京红卫兵设在上海联络站的鼓动下，上海工人造反派贴出了海报：定于11月9日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以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向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长曹荻秋提出了三项“严正”要求：（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清楚地写着：“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等。接着，他又给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明确答复说，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总司”是不适当的。因此，曹认为，成立“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在请示了养病中的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后，做出了“三不”决定，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上海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三项严正要求”和“三不决定”的对抗，都有中央文件和中央大员的支持，矛盾迅速激化。

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11月9日下午两点，“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人民广场举行成立大会，要求曹荻秋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曹荻秋不但不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还拒绝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的要求。“工总司”头头王洪文当晚决定“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王率领两千多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安亭车站接到市委命令，不准这一列车北上。９日深夜，当列车开到安亭时，被安排停到铁道部材料厂的专用线上。上海市委的决定激怒了造反工人。几次谈判破裂后，10日上午，工人们臥轨，导致京沪铁路全线中断36小时，酿成了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引发高层权力博弈。

上海告急电话打到了国务院、中央文革。总理周恩来立即派主管工交的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去同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商量。商量后，陈伯达果断地采取了三条紧急措施：1、《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要求工人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2、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身份通过铁路部门向安亭发去电报，告诫“工总司”造反派们“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中央不同意两千多人上京告状，但可以派10～15个人赴京；3、指派副组长张春桥为特使，赴沪调解。

陈伯达的前两条措施传到安亭后，受到了王洪文等“工总司”头头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等待张春桥的到来。12日下午，当张春桥一行来到安亭时，他们向张提出了五条要求。出人意料的是，张完全赞同他们的要求。13日，张春桥在他答复的五条要求手稿上签了字。现照当年手稿抄录如下：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至此，安亭事件以“工总司”的胜利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失败而告终！

王洪文率领北上告状的“工总司”人员回到了上海，他们像凯旋归来的英雄那样，受到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

“工总司”的胜利使上海市委沮丧而愤怒。他们打电话找中央领导：中共中央常委、副总理李富春躲而不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哼哼哈哈而言他，表明李、陈已改变了立场，都站在张春桥一边。他们深感被耍弄、被出卖了；但令他们宽慰的是，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一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张春桥，竟敢与上海市委对抗，特别是敢于对抗中共中央常委陶铸、李富春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大员，他吃了豹子胆了？旁观者一看便知：他有“尚方宝剑”在手。

尽管张春桥没有炫耀他的“尚方宝剑”，却不自觉地露了一露“剑鞘”。13日下午，张春桥在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他泄露了天机：“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并十分得意地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

“这是中央希望的”吗？采取三条紧急措施的陈伯达，不到一天便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突显中共机会主义文化的魅力；李富春虽没急转弯，却把中共避嫌文化表演得恰到好处；只有受周恩来支持的陶铸例外。陶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并强硬地表示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

“中央的既定方针”是什么？9月1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工、农、交通、财贸等部门的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面对不到两个月的既定方针，陈伯达怎敢来个180度大转弯呢？显然他已被告知了上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陶铸，因不知道上意，便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正在忙于“接见”红卫兵的毛泽东知道：发动工人、农民造反远比发动无知的青年学生困难得多，因为经过“三面红旗”严酷教训的工人和农民，懂得口号、红旗与吃饭的关系；他们比较务实，不像小毛孩子那样一触即跳，因此，那里基本上是右派的势力范围。为了防止工人农民干涉学生，9月7日，他批准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通知》，并在文件上批复道：

“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9月7日的《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通知》，与9月14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通知。然而，安亭事件使毛泽东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以工人、农民同红卫兵学生相结合的造反组织，更具有正统性，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杀伤力，因而更具有夺权威力。因此他推翻了九月的两个通知的规定，对江青、张春桥面授机宜：如此这般！尽管我们无法知道“如此这般”的内容，但在11月1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对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中违犯中央两个通知规定的做法，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毛泽东成功地导演了“安亭事件”这出“折子戏”；他的天才还在于：把“如此这般”的“唱词”偷换成“先斩后奏”和“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并为出尔反尔的流氓行径，找到了政痞式的“理论”根据。于是，在“如此这般”之后的12月，他先后出台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两个文件，鼓动全国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从九月的两个“通知”到十二月的一个“规定”和一个“指示”，毛泽东把他那“理无常是”的政痞哲学，演绎到令人厌恶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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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1月30日下午，“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即“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12月1日，王洪文率领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12月2日，“工总司”派兵占领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遂停止发行。12月5日，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压力下，王一平、宋季文两人代表上海市委，被迫同意并草签了“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12月10日，曾经不可一世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也不得不代表上海市委正式签了字。“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主要内容是：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承担。

这就是闻名全国的上海《解放日报》事件。事件以“工总司”、“红革会”的全胜而告终。

曾经独霸一方不可一世的上海市委头头们甘心失败吗？经过秘密而紧张的策划，准备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复制《解放日报》事件，借以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示威。12月29日，号称有80万人之众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派出约3万多人占领位于康平路、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大院、“爱棠”大院。他们高呼着“打倒曹老头”口号，要求市长曹荻秋接见，并要曹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等八项条件。上午，曹荻秋在市委会议室里，像演戏一样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并答应了他们的全部要求。“赤卫队”头头们认为，他们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准备撤离上海市委。他们打算像“工总司”、“红委会”在占领《解放日报》社之后洋洋得意地撤离那样率领他们的将士凯旋而归，但为时已晚——“工总司”人马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

“赤卫队”是在上海市委策划下成立的。11月25日，由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王玉玺出面组建上海工人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对抗。上海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在沪西工人俱乐部里召开筹建“赤卫队”的秘密会议。据说，曹荻秋出席了秘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表示承认和支持“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26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跟“工总司”造反派不同的是，“赤卫队”里中共党员多，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这“六多”，注定它是个保守组织，即“保皇派”。但为了不带“保皇派”的帽子，他们也打出了造反旗号，高呼起“炮轰上海市委”、“揪斗曹荻秋”等口号。可悲的是曹荻秋，策划成立“赤卫队”的本意是对抗“工总司”，借以舒缓对上海市委和他本人的压力，谁知弄巧成拙，弄得他里外不是人：刚被“工总司”揪斗，又遭“赤卫队”批判，自己人也不敢放过他！

但最可悲的还是冥顽不灵的芸芸众生，他们在对立双方蛊惑人心的煽动下，争先恐后地去充当权力的炮灰！

正当“赤卫队”准备撤离的时候，他们发现道路已被堵死，“工总司”十几万人马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

原来，张春桥早已料到曹荻秋利用“赤卫队”假造反的计谋，而“赤卫队”也已成了“工总司”夺权的主要障碍。因此，他在聆听了“伟大领袖”“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指示后，便产生了绞杀“赤卫队”打算。机会终于来了。当他听到3万“赤卫队”占领上海市委后，便密令王洪文绞杀。王洪文不敢怠慢，急令副手耿金章成立“联合指挥部”，调集人马围困住“赤卫队”。30日凌晨2时左右，“工总司”在耿司令的指挥下，向“赤卫队”发动进攻。他们手持木棍、皮带等器具，冲进“爱棠”大院内，见到佩戴“赤卫队”臂章的人，就拳打、脚踢、皮带抽、棍子夯。到早晨6点多，战斗结束，“工总司”大获全胜。是役，“赤卫队”被抓300多人，伤91人，被“俘”2万多，“赤卫队”袖章全部被收缴，还缴获数百箱饼干。被“俘”的“赤卫队”员，被迫排成单行，分六路灰溜溜地逃出康平路。此后，“赤卫队”一蹶不振。事后张春桥得意洋洋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上海康平路战斗，是毛泽东号召“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后发生的第一起大规模内战。这次战斗，不仅为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夺权扫清了道路，还为全国各省市武力夺权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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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6日，以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数百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在“钦差大臣”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建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上海夺权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传下命令：向上海拍发贺电。周恩来、陈伯达等大员不敢怠慢，11日，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紧急跟上，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夺权，并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一月革命”夺权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造反派，响应号召，先后夺了本省市党政领导机关的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是个另类：他看透了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自下而上的夺权”的把戏，因而在省委机关只有二三十人起来造反的情况下，就主动交权，把省委、省政府所有的公章，统统装在一个麻袋里，交给了造反派。
 
不光赵紫阳；除愚昧无知者外，多数人都能看出：这出“一月革命”连续剧，台上主角是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和王洪文；聂元梓、蒯大富也“反串”其中；摇旗呐喊、跑龙套和当炮灰的是上海工人和红卫兵；其总导演是中国人民的雇主、董事长毛泽东。

据事后透露，1967年1月3日夜，在北京平安里三号的《解放军报》社办公楼里，一场夺权风暴在秘密策划中。根据“总导”的圣旨，张春桥和姚文元秘密来到这里，会见昨天才乘飞机来北京的上海“工总司”总司令王洪文、常委陈阿大和王的秘书廖祖康。会见时，点火特使聂元梓也在座。当听到王洪文汇报上海政局混乱、“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时，张春桥当即明确提出夺权：“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随即又表态说：“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他要王洪文等立即回上海，做好夺权的准备。——这种暗箱里的阴谋活动，在毛的红色辞典里，叫“光明正大”！

1967年1月4日，根据“总导”安排，钦差大臣张春桥、姚文元飞到上海。在张、姚、王等人的密谋下，1月6日，由“工总司”和“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并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大会上，尽管主角张、姚两人没有登台，但会场上的四幅巨标，明确了他俩接管上海权力的主导地位：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北京精英们，迅速把那四幅巨标赞誉为“上海人民的心声”；但却对毛“发动群众”的“暗箱”谋划视而不见，有意掩盖了“总导”幕后的决定作用。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落入钦差大臣手中后，“总导”自然喜不自禁地下令发贺电。

然而，事态发展并不尽如上意。尽管张、姚已接管了权力，尽管已发去了贺电，但倔犟的“曹老头”曹荻秋，公然与毛的中共对抗，他毫不畏惧地宣称：“我是按法律程序选出来的，我仍然是上海市市长！” 

对此，钦差大臣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反扑”。12日，他们便还以颜色，召开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会上张春桥传扬了毛泽东曾多次念叨过的“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口号，借以弹压反抗者，批判“法律程序说”，为夺权的合法性张目。

“曹老头”们没有被镇住。他们成功地利用矛盾，收买了势力强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使他们与“工总司”决裂。当被告知张、姚要夺权时，“红革会”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1月25日，他们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了上海党政首脑机关的二十三枚印章。也许他们以为，“夺”了印章才算夺权成功；“曹老头”们可没有红卫兵们那么天真，但他们却乐意把印章交给“嘴上没毛”的年轻人，而绝不愿交给那两个钦差大臣支持的“工总司”。

为了警告反对夺权的右派头头们，如“曹老头”等，在中央文革头头们的暗示下，北京红卫兵呼应上海“一月风暴”，便拿被毛骂为“走资派”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开刀祭旗，1月22日，他们把张打死在北京矿业学院里，借以恐吓上海的“曹老头”们。

但上海的“曹老头”们没被吓住。1月28日，“红革会”决议“干掉张、姚”，街头上“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的大字标语，很快被“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的大字标语所取代。1月29日，“红革会”又决定：30日上午，组织十万人“炮打张春桥”的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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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联合、大夺权道路上阔步前进的时候，“红革会”的倒戈，使张、姚两位钦差大臣大为恼火。在得到“总导”指令后，立即采取了镇压措施：一方面通过中央军委命令上海驻军支持“工总司”，一方面命令以驻军为后盾的“工总司”，出动数十辆卡车和数万人上街，赶在“红革会”出动前，把守各个路口，把十万反张大游行扼杀掉。对抗结果，“红革会”土崩瓦解！

2月5日下午，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主席台，成了上海市的新主人。（右图）

在新主人面前，上海“红革会”的红卫兵付出了惨痛代价：两千五百多人被整，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四百四十多人在“学习班”里受审，自杀五人，逼疯六人，毒打致残十多人。五个多月前，即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同意下发的《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的文件，成了一张废纸。倔犟的曹荻秋，孤军奋战，因寡不敌众，被抓进“学习班”，并被定为“叛徒”，终被打倒、罢免。曹荻秋是个忠于共产党的党员，1965年始任上海市长，在任职期间，逮捕并处决了为民主、自由呐喊的自由圣女林昭；但他并没有因而将功折罪，在“一月风暴”后，被罢免、关押，1976年3月29日，病死于上海狱中。

“学习班”这个集改造、批斗、审讯、囚禁和劳教于一体的专政组织，被“创造”了出来。这个借“学习”和“群众”之名进行迫害的政治组织，在文革中被广泛采用，其专政的暴虐程度随全国和各地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本来用行政措施就可以解决权力更迭的所谓“一月革命”的上海夺权风暴，以“连续剧”的编、导、演职人员的全胜而落幕！
 
人们或许要问：按照当时毛泽东的权势，“一个指头便捅倒”不识抬举的陈丕显和倔犟的曹荻秋，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呢？有人论证说，因党内右派势力强大才有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看一看毛的一张大字报就能推倒刘少奇的事实，这种“论证”是不充分的。当你考察了“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运作方法后，你就会发现毛式阶级斗争策略的一贯性：毛泽东为了达到分而治之从而战胜政敌的目的，就要利用权力制造仇恨，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他的“群众”即少数痞子、流氓无产者和愚昧的勇敢分子带头，发动一部分群众、并把他们捆绑在他的战车上，造成多数人拥护他的假象，借以威吓和镇压包括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大多数群众。对于这种运作方法，毛泽东称之为群众运动。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群众运动中，他屡试不爽。如今，在他导演的上海夺权风暴中，他要如法炮制，把不识抬举的陈丕显和倔犟的曹荻秋“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犹如“村村见血”的土改运动那样。

在“夺权！夺权！”超高音的声浪里，由于众多工人、学生、红卫兵和市民被声浪震得浑浑噩噩，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了被权力任意耍弄的群氓：当他们为夺权摇旗呐喊的时候，甚至当他们为夺权而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看到，他们的行动，除了能成全少数暴发户外，他们自己的贫困境况，不可能因夺权而得到改善，他们的自由权利，也不可能因夺权而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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